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体战略框架下，边疆治

理已成为制度完善与治理效能提升协同推进的核心议题。边疆治理不仅关涉国家安全、区域稳定与

民族团结，也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其深度嵌入边疆治

理实践，通过优化信息整合、风险预警、资源调度及公共服务供给，显著提升治理响应能力，成为

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1]。然而，边疆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治理场域。尤其在安

全导向突出、制度约束较强的东北边疆地区，智能化转型并不必然表现为治理结构的根本重组、权

责关系的重新配置或治理主体关系的全面重塑，而更多体现为数智技术在既有制度框架中的嵌入式

吸纳。换言之，技术并非作为外部变量直接改造治理结构，而是在既有权责体系、组织流程和运行

规则中被选择性吸收、制度化整合并转化为治理能力。由此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在强安全导向与高

制度约束并存的边疆治理情境中，数智技术何以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并在不改变基本治理结构的前

提下实现治理能力的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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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强安全导向与高制度约束的边疆治理场域中，数智技术的引入并未引致治理结构的

重构，而是表现为既有制度体系对技术的嵌入式吸纳及治理能力的渐进增强。基于结构性嵌入理

论，文章构建“信息—组织—互动”三维分析框架，阐释数智技术嵌入既有治理体系的制度逻辑与运

行机制。研究发现，东北边疆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呈现以嵌入式吸纳为主导的特征：技术通过嵌入信

息结构提升态势感知与风险识别效能，经由组织结构嵌入实现流程嵌套与基层负荷的动态调适，并

在互动结构中借助平台化机制优化纵向传导与有限协同，从而形成一种以稳定性、可控性和能力增强

为核心的嵌入式智能化模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间资源禀赋、组织能力与制度执行条件不同，形成强

管控型、调适型与协同型等差异化路径。文章从结构性嵌入视角揭示了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制度限度

与能力生成机制，为理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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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强调以中国边疆治理实践为基础推进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和话语体

系的重塑[2-3]；一类研究立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分析视角，阐释边疆治理在国家安全、区域协调发

展和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意义[4-5]；还有研究从制度安排、能力建设和治理绩效等维度出发，将社

会稳定、风险防控与公共服务能力视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6]。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反思

了当前边疆治理研究在理论整合、跨学科视角和方法创新方面的不足，主张引入“大边疆”“软边

疆”等分析框架，以拓展边疆治理研究的解释边界[7]。近年来，数字治理与智能化转型逐渐成为边

疆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数智技术能够通过信息集成、流程优化和资源配置

提升治理效能，并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技术支撑[8-9]。

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技术赋能或制度约束的单向维度展开，尚未清晰阐释在边疆治理具体场

域中，数智技术如何被制度化吸纳进既有治理体系，并通过嵌入式机制形成稳定运行的转型模式

与实践类型。基于此，本文从结构性嵌入视角，构建“信息—组织—互动”三维分析框架，揭示东

北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制度化吸纳机制与路径类型，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第一，在强安全

导向与高制度约束条件下，数智技术如何嵌入边疆治理的信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并在

既有权责配置框架内实现治理能力增强；第二，基于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组织基础与制度执行

条件上的差异，如何明晰嵌入式智能化转型的差异化路径及其治理效应边界。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边疆治理情境下的智能化实践，并非孤立的技术应用现象，而是深度嵌入既有制度结构的治

理过程。要揭示其内在逻辑，必须引入能够同时解释技术介入与制度约束的理论工具。结构性嵌

入视角正是理解数智技术如何被制度吸纳并转化为治理能力的重要理论支点。

（一）理论基础：结构性嵌入视角下的治理解释

“嵌入性”概念源于新经济社会学对行动—结构关系的理论反思[10]。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开

创性地指出，经济行动并非由原子化个体独立发生，而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之中[11]；

这些关系网络通过生成信任、声誉约束等机制，有效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12]。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衍生出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服务嵌入与价值嵌入等多维分析视角[13-14]。其中，结构

嵌入尤为关键，强调行动者的网络位置、信息流动及结构性约束共同决定其行为策略与资源获取

能力，对组织运行产生深远影响[15]。

结构性嵌入理论强调，制度结构对行动逻辑与结果具有持续的约束与塑造作用。任何治理行

动均在既定权责体系、组织架构与制度规则框架内展开[16]，其运行过程与有效性通过制度安排与行

动实践的互动被共同建构[17]。这表明，新要素的引入通常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既有结构约束下寻

求制度性身份的过程。其可能诱发的变化，也多以内嵌于原有制度框架方式呈现，表现出显著的

路径依赖特征与清晰的结构边界[18]。

结构性嵌入视角为解读边疆治理智能化提供了关键理论支点。本文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浅层

叙事，转而审视数智技术如何在特定治理结构中被赋予位置、定义角色并吸纳为制度能力。本文

认为，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本质上并非一场技术替代制度的变革，而是一场技术被制度深度驯化

的演进过程。其治理效能差异，根源在于技术要素与制度结构间复杂的嵌入性互动。基于此，本

文将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三个维度，构建结构性嵌入分析框架，以期揭示边疆治理

智能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二）分析对象与分析维度的界定：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结构性嵌入

边疆治理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治理形态[19]，其核心目标始终定位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边

境秩序维护[20]。基于结构性嵌入视角探讨治理智能化转型，首先须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及其结构性意

涵。本文所讨论的治理智能化转型，并非泛指数智技术在治理场域的一般应用，而是指数智技术

作为新型治理要素被系统纳入既有制度结构，并在信息生成、组织运行与协同互动中形成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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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深层过程。其本质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而在于技术如何被制度体系有效吸纳，并转

化为可重复、可控制的治理实践。

结构性嵌入意指技术要素经由权责配置、组织安排与规则体系，被深度吸纳并整合至既有制度

结构中的过程与状态。它强调技术并非外生于治理结构的中立工具，其治理效能亦非直接源于自身

特性，而是通过持续的制度互动被社会性建构而成。只有当技术运作被整合进制度化的决策程序、

业务流程与责任机制，才能实现向治理资源的实质性转化。

智能化作为嵌入性要素，其制度化过程必然体现为对治理结构的多层次介入。具体而言，技术

通过重构信息的生成、处理与运用机制，重塑治理主体的认知基础；通过嵌入组织流程与管理制

度，支撑治理活动的制度化运行；通过优化协同结构与互动路径，影响多元主体的协作方式。这些

嵌入过程并非彼此割裂，而是通过信息、组织与互动结构的耦合重组，共同构成数智技术制度化嵌

入治理体系并生成治理能力的内在路径。

（三）分析框架：智能化嵌入治理的三维结构模型

基于上述界定，从信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三个维度，建立智能化嵌入治理的分析框

架，旨在阐释数智技术如何在制度约束下获取嵌入空间，并实现对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塑造。

1. 信息结构维度：智能化转型的制度化认知基础。信息结构是治理体系中围绕信息生成、汇

集、处理与使用所形成的制度化安排，直接影响治理主体对问题、风险与治理对象的认知方式。数

智技术在治理中的介入虽始于改变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21]，但其治理效能并非自动生成，而是取决

于技术生成的数据是否被纳入既有信息使用规则。此维度的核心不在于数据的多寡，而在于其能否

进入既有治理认知框架，转化为决策依据。尤其在边疆治理情境下，信息流转高度依赖基层经验与

情境判断，若技术生成的标准化数据缺乏制度化的解释与转化机制，反而可能削弱原有认知的有效

性。因此，信息结构维度旨在探究数智技术如何在既有决策链条中获得制度认可，并在不替代主体

判断的前提下，重塑治理认知的形成逻辑。

2. 组织结构维度：智能化转型的制度性承载机制。组织结构作为治理活动持续运行的制度载

体[22]，明确了权责配置、资源分配与行动边界。不同于信息结构的认知重塑，数智技术在组织层面

的嵌入主要体现为获得制度化的稳定承载。在转型过程中，技术并非以独立主体参与治理，而是依

托现有组织体系运行，其功能定位、责任归属与权限范围需与既有权责结构深度融合。因此，组织

结构维度的分析应聚焦技术如何被整合进现有组织框架、其运行是否形成制度化的稳定安排，以及

技术功能如何嵌入既定管理流程与责任体系。通过该维度审视可知，智能化转型未必引致组织架构

的根本重构，而更倾向于在现有制度边界内，通过技术嵌入实现治理能力的渐进增强。

3. 互动结构维度：智能化转型的协同运行路径。互动结构体现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间的制度化

联结与协同规则，是衔接信息与组织结构的关键维度。该维度直接反映数智技术对治理运行逻辑的

重塑，即技术通过嵌入既有协作机制，改变信息交互路径、协同模式与权责配置。分析聚焦技术能

否提升协同效能、重构主体行为策略，以及能否引发协调成本增加或责任模糊，从而揭示数智技术

如何经由规则内化与流程重构[23]，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能力，推动治理体系稳健演进。

三、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理论基础

智能化是驱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然而技术嵌入治理的具体形态在不同治理情境中呈

现显著差异。尤其在东北边疆这一高度制度化且安全导向鲜明的治理场域中，智能化转型并未表现

为对既有治理结构的重构性冲击，而是以一种被吸纳的嵌入方式持续演进。这种转型路径并非技术

选择的偶然产物，而是由东北边疆治理的目标、权力结构与安全治理逻辑共同塑造的制度性必然。

（一）治理目标的高度稳定性及其对技术形态的筛选效应

在东北边疆治理中，国家安全与边境秩序构成优先性目标，治理目标高度稳定并对制度变动形

成刚性约束：制度调整必须以不引入新的结构性不确定性为前提，“目标—执行”关系的连续性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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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效率提高；相比之下，重构式智能化通常以流程再造、权责重组与决策权再配置为运行条件，内

在蕴含较高的试错成本与不确定性，其技术逻辑与安全优先型的制度约束存在结构性张力。一旦这

类技术介入治理，极易在结构层面消解既有目标的稳定性，进而被界定为风险源而非能力增量。受

制于这一约束结构，东北边疆治理的技术选择空间被严格限缩，智能化唯有以嵌入式形态获得制度

正当性，即在恪守既定目标及其实现逻辑的前提下，实现对治理能力的强化。

（二）层级化权力结构对技术角色的制度性限定

长期形成的层级化权力结构通过明确的权责划分与责任传导机制，构成治理可控性与风险兜底

的制度基础。权力配置与责任承担在结构上高度耦合，任何权责调整均意味着责任边界的重新划

定。重构式智能化通常借助平台整合、算法决策或流程再造介入治理运行，其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

触及既有权责配置，进而引发“技术—制度”之间的权力再分配问题。此类介入易造成责任主体模糊

与制度问责困难，从而削弱治理体系的风险控制能力。由此，数智技术只能在既有层级化权力结构

内部获得制度位置，其角色被限定为辅助性、支撑性与工具性要素。嵌入式智能化则通过依附既有

组织体系运行，在不改变权力配置与责任结构的前提下释放技术效能。这一角色限定并非源于技术

能力不足，而是层级化权力结构所施加的制度性约束结果。

（三）高安全敏感治理情境下的技术可控性要求

东北边疆治理所面对的风险具有高度复合性与外溢性特征，其治理情境对安全的敏感程度显著

高于一般区域。在边境秩序维护、跨域流动管理与突发事件应对等关键领域，治理实践更强调对风

险演化过程的持续掌控及对治理后果的可预期性，安全可控性由此成为评价治理手段的重要标准。

在这一安全逻辑主导的情境中，效率提升并非技术的首要评价标准，而是首先接受可控性检

验。重构式智能化通常伴随高度系统耦合与技术依赖，一旦出现系统失灵或判断偏差，风险后果可

能被迅速放大并超出既有治理体系的调节能力；相较之下，嵌入式智能化通过将技术运行纳入既有

制度框架，使其始终处于可监控、可干预与可纠偏的状态，从而保持功能边界与责任归属清晰。因

此，在高安全敏感的东北边疆治理中，智能化转型被制度性地限定为“增强工具”，成为在技术应用

与治理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行路径。

四、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运行逻辑

在东北边疆治理语境中，智能化转型并非以重塑治理结构或重构权责体系为主要特征，而是通

过嵌入既有治理结构，在制度约束条件下逐步转化为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方式并不体

现为技术对制度的外在冲击，而表现为数智技术在信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中的制度化吸纳

与结构内化。基于结构性嵌入视角，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的实现，正是通过这三重结构的协同演进

得以完成。

（一）认知结构的制度化吸纳

在东北边疆治理实践中，信息长期呈现“分散存在、集中使用”的结构特征。由于地域广阔、人

口流动频繁且风险类型多样，治理工作高度依赖对关键信息的及时掌握。而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中，

信息的生成、流转与使用都受到严格的层级授权和规则约束，不同主体获取信息的权限和处理能力

差异明显。智能化并未改变这一信息权责结构，而是通过监测系统、数据平台与智能识别等技术手

段，被纳入既有信息生成与流转体系。在不突破既有信息授权边界的前提下，技术手段提高了边疆

空间状态、人口流动轨迹与潜在风险态势的可见程度，并在一定范围内增强了信息的可预测性。这

一变化并非源于信息内容本身的变化，而在于信息采集、整合与处理过程的时间成本被大幅压缩。

由此，智能化对治理信息结构的嵌入，主要体现为对既有信息体系运行方式的调整：一方面，信息

更新频率与处理速度的提升，使治理主体更早进入风险识别与应对阶段；另一方面，信息在不同层

级之间的流转更加连续，有助于缩短决策链条中的反应时间。这一过程并未改变信息结构的基本权

责安排，技术生成的信息仍需经过既有制度程序方能转化为治理决策依据，其嵌入效应具有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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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边界。

（二）组织结构的技术性嵌入

在组织运行层面，嵌入式智能化主要通过嵌入基层组织的日常工作流程，对治理事务的处理

方式产生持续影响。东北边疆基层治理单元承担边境管控、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多重任务，且

需应对突发性、跨域性风险，组织运行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在此情境下，智能化系统并非以独

立的治理主体出现，而是配置在组织内部的具体工作环节中，协助完成信息收集、事务分流和标

准化处理。

通过这种嵌入，部分程序化、重复性的事务交由技术系统完成，有效缓解了基层人员在常规

事务上的精力消耗。随着技术系统在日常运行中的稳定运行，组织内部逐步形成对技术功能的常

态化依赖，其运行效果不再体现在单项效率提升，而表现为整体事务处理节奏的稳定化。在此基

础上，基层组织能够在既有权责框架内，重新配置治理任务重点，将有限的组织资源更多投入到

需要人工判断、现场处置与跨部门协调的复杂事务之中。技术嵌入并未消解组织内部的责任划

分，反而通过流程记录与操作留痕，使事务处理过程更加清晰可追溯。这种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组织内部协调成本，也为上级部门了解基层运行状态提供稳定信息接口。可见，智能化

在组织结构中的运行逻辑，是通过流程嵌入来调节运行负荷，而非改变组织的权力结构本身。

（三）互动结构的规则化再生产

东北边疆治理涉及多个层级，其互动结构长期以纵向责任传导为主，强调边境治理责任的逐

级落实与风险管控的可追溯性。这种互动结构在保障治理秩序与责任可控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但

也一定程度上延长信息反馈与协同响应的时间链条，尤其在处理跨域风险和复杂事务时更为明显。

智能化转型并未改变东北边疆治理互动结构的基本层级格局，而是通过平台化系统嵌入既有

互动环节，影响互动路径的运行方式。技术系统被制度性纳入政策传达、执行反馈与信息汇集等

环节，使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连续且及时。在原有纵向传导结构中，技术嵌入引入多向

信息回路，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及横向协作提供运行条件。这种嵌入式协同并非去中心化的

结构重构，而是在强化中心监控与统筹能力的同时，为地方与基层在既有制度框架内开展协同提

供支持。

五、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实践样态

东北边疆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组织能力及制度执行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导致

数智技术嵌入信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的方式各不相同，进而形成多样化的智能化转型

路径。

（一）强管控型：以安全逻辑为中心的嵌入

强管控型实践样态可界定为一种以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为优先目标的技术嵌入路径：智能化

并非以重塑治理结构为取向，而是以内嵌方式进入安全治理体系，在风险监测、态势感知与应急

处置等关键流程中提供能力增量。由此，技术资源配置呈现出对边境管控与安全防控领域的倾

斜，其制度功能主要体现为对安全优先治理逻辑的工具性支撑与效能强化。在黑龙江部分边境地

区的立体化管控体系建设中，这一路径表现为对既有巡防与监测体系的技术加固。通过视频监控

网络、前端感知设备与信息平台的协同整合，边境区域运行状态被持续捕捉并实时呈现，从而提

升治理对象的可观测性、预警能力与联动处置效率。但这一嵌入并未引发权责配置或指挥链条的

实质调整，技术更多作为能力强化的工具性要素，在既定安全治理框架内提升管控与响应效能。

（二）调适型：以减轻基层负担为导向的嵌入

调适型转型是一种旨在缓解基层运行压力、提升日常事务处理弹性的路径。其核心特征在

于，智能化并非直接介入治理权力配置或组织结构重塑，而是嵌入基层治理的日常运行层面，通

过重塑治理事务的处理方式与流程安排，对组织运行状态产生间接而持续的影响。在这一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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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术资源主要配置于基层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而非以宏观安全管控为主要指向，其制度

功能体现为对基层治理运作方式的适配与调节。以黑龙江牡丹江在数字化城管、综治中心及农村网

格化服务管理实践为例，智能化平台被系统嵌入基层治理的日常运行流程，用于整合事项受理、问

题分流、流程跟踪与反馈处置等环节。通过对事务处理流程的标准化与模块化改造，技术在既有权

责框架内实现治理事项的分流与节奏调控，使基层组织在不改变组织结构的前提下，调整治理事务

的处理方式与优先顺序，从而缓解高频事务对组织运行造成的持续性压力。

（三）协同型：以多元参与为特征的嵌入

协同型转型是一种以重塑治理互动结构、拓展多元主体参与路径为核心的嵌入形式。智能化并

不直接介入治理权力配置或基层组织运行层级，而是嵌入社会治理的互动结构之中，通过平台化方

式对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事务协作与责任衔接完成制度化安排。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技术并

非简单“扩大参与”，而是通过统一接口、规则设定与流程嵌套，为多元主体进入治理过程提供可操

作、可协调的协作条件，从而使分散的参与行为被纳入相对稳定的互动结构。在辽宁丹东推进的

“一网统管＋多方协同”社会治理平台实践中，数字平台被用于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

及公众参与渠道，使多元主体能够在统一平台框架下围绕具体治理事项形成协作关系。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多元参与并不代表治理权力的去中心化重构，而是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下，通过技术平

台对参与方式、协作流程与责任边界进行前置设定与持续约束，在拓展参与范围的同时维持治理运

行的整体可控性，实现一种制度化、嵌入式协同运作模式，而非基于自发网络的松散协作。

东北边疆治理中的嵌入式智能化并未形成单一模式，而是在不同治理逻辑主导下，分别通过信

息结构、组织结构与互动结构实现嵌入，形成强管控型、调适型与协同型等差异化实践样态。这些

样态并非演进序列，而是嵌入式智能化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结构性分化结果，共同构成东北边疆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图景。

六、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治理现代化并非单纯的治理技术升级，而是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整体进程之中的制度性议题。本文以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为切入点，基于结

构性嵌入视角，构建“信息—组织—互动”三维分析框架，剖析数智技术在强安全导向与高制度约束

条件下，嵌入既有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研究表明，东北边疆治理的智能化转型并未表现为对既有

治理结构的重构性冲击，而是通过制度化吸纳与结构内化，形成了一种以增强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嵌

入式智能化路径。

这一嵌入式转型路径的形成，根源于边疆治理在目标设定、权责配置与风险控制方面的高度制

度化特征。在国家安全与边境秩序优先的治理逻辑下，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与可控性构成制度运行的

基本前提，任何可能引入结构性不确定的治理变革均受到严格约束。因此，数智技术并未以外生变

革力量的形态介入，而是被纳入既有权责配置与运行规则之中，其角色被严格限定为对现有治理能

力的补充与强化。由此，智能化转型不以结构重构为目标，而是以内嵌方式参与治理运行，成为制

度结构内部的能力增量要素。

从治理结构具体运行层面看，数智技术嵌入对东北边疆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信息结构、组

织结构与互动结构的渐进性调适。在信息结构中，技术通过提升态势感知能力与信息处理效率，增

强治理认知的连续性与前瞻性，但并未改变信息使用的权力边界；在组织结构中，技术以流程嵌入

方式参与基层治理运行，通过缓解事务负荷与规范处理流程，提高组织运作稳定性，而未引发权责

关系重构；在互动结构中，平台化技术在维持纵向责任传导与集中统筹的前提下，优化跨层级与有

限横向协同的运行效率，使多元主体参与被纳入可控的制度框架。由此，智能化转型在不同结构维

度中的作用均呈现出明确的制度边界。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嵌入式智能化并非边疆治理智能化转型的阶段性选择，而是在强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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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形成的结构性逻辑。与强调技术驱动结构重构的智能治理模式不同，东北边疆治理智能化更

侧重于制度吸纳、规则内化与能力积累，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增强既有体系的运行效能与风险

应对能力。这表明，智能化治理并不存在统一模式，其具体形态始终内嵌于特定治理类型与制度结

构之中。

在理论层面，本文从结构性嵌入视角出发，回应智能化治理研究中关于“技术如何可能”的核心

问题，拓展数字治理研究对制度结构作用的理解。一方面，修正了将智能化视为外生变量或结构性

变革力量的解释倾向，揭示了技术治理效应生成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通过对东北边疆治理实践

的分析，进一步表明边疆治理并非一般治理模式在特殊区域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独特制度逻辑的

治理类型，其智能化路径亦需在这一逻辑中加以理解。这一结论可为推进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

深化发展提供经验支持。

在实践层面，本文的结论提示，边疆地区推进智能化治理，应从“技术引入”转向“结构吸纳”，

更加重视数智技术与既有治理结构之间的适配关系。智能化能否转化为持续治理能力，并不取决于

技术功能的复杂程度，而取决于其能否在既有权责体系、组织框架与协同规则中实现稳定运行。在

高安全敏感治理情境下，通过嵌入式智能化路径增强治理能力，实现效率提升与治理可控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基于东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展开分析，其结论在其他边疆区域或不

同治理类型中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加以检验。未来研究可在跨区域对比、治理绩效评估及

新一代智能技术制度化演进等方面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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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Governanc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pera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terns of

Technological Embeddedness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CHENG Di LIU Jiahui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security orientation and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the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s not resulted in
a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stead,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ssimilated
within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leading to incremental enhancements in governance capacity.
Drawing o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information-organization-interaction"—to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become embedded in established governance syste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China's Northeast borderlands is
dominated by a pattern of embedded assimilation. Specifically, technology enhances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risk identification by integrating into information structures; facilitates procedural nesting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burden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optimizes vertical
transmission and limited coordination via platform-based mechanisms within interaction structures. Coll-
ectively, these processes give rise to an embedded model of intelligent governance centered on stability,
controllability, and capacity enhancement.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variations in regional resource
endowments, organizational capac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have shaped differ-
entiated pathways, including strong-control, adaptive, and collaborative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limits and capacity-generating mechanisms of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practical logic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borderland governanc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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